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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梅戏文化是体现中国乡土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民间艺术生命力与适应性的重要文化标

本。 其独特性植根于长江中下游农耕文明的生态环境、传统社会的节庆民俗、移民交汇的多元艺术滋养以及平

民视角的情感表达。 黄梅戏文化的特质既深刻烙印着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集体意识与伦理观念，又以其草根

性、生活化和强大的感染力，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文化桥梁，呈现出守成与创新并存的双重面向。
黄梅戏文化正经历城镇化导致的原生土壤消解、传承机制断裂和受众代际隔阂的三重困境，其当代传承发展的

关键在于：正视文化土壤变迁，以推动功能转型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突破传承断裂，以坚守人民性立场创新构建

人才保障与剧目创新机制；弥合代际传递隔阂，以创新审美表达培养年轻受众。 在守护文化基因独特性的同时，
激发其适应时代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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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强国战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背景下，黄梅戏文化〔１〕 研究承载着抢救性保护与

前瞻性发展的双重使命。 黄梅戏是体现中国乡土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民间艺术生命力与适

应性的重要文化标本。 其独特性植根于长江中下游近代农耕文明的生态环境、传统社会的节庆民俗、
移民交汇的多元艺术滋养以及平民视角的情感表达。 黄梅戏的文化特质既深深烙印着中华传统农耕

文化的集体意识与伦理观念，又以其乡土性、生活化和独特的感染力，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

市的文化桥梁，呈现出守成与创新并存的双重面向。 新时期以来黄梅戏文化面临着原生文化土壤消

解、传承机制断裂与受众代际隔阂等问题，强化功能转型、努力培养受众、激发再生动力成为黄梅戏文

化当代传承的关键。

一、黄梅戏文化的四大基因

黄梅戏文化独特风貌的形成，源自其深植于特定地域文化生态的核心基因，这些文化基因是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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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其他剧种、展现顽强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一）长江中下游近代农耕文明的环境基因

黄梅戏作为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农耕文明的代表性戏曲剧种，其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皖、鄂、赣三

省交界地带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生态。
从黄梅戏生长、发展的文化空间出发，安徽安庆地区始终是黄梅戏文化区的核心区。〔２〕 该区域襟

江带淮，大别山逶迤于西北，长江环绕于东南，两者之间为丘陵平地，其间水网交织、河湖密布、土地肥

沃，四季分明、雨量适中的北亚热带湿润气候使该区域适宜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传统农耕时代，安庆

一直以水稻种植为主体。 进入近代以来，“显现出开放性、流动性、市场性等新气象”，茶叶、棉花等经

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纺织、蚕桑养殖等副业以及商贸活动日益兴盛，“传统农耕文化向重商求利演变，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工商业人员的致富以及人员交流的频繁”，〔３〕 留下了长江中下游农耕文明最后的

繁荣身影。 有着“万里长江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 〔４〕 之称的安庆，因其“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

呼吸东西” 〔５〕的战略地理位置，战时一向为军事要冲，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宋金攻伐、元明争雄，及
至太平天国战争、渡江战役，皆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时则为商贸通衢，自汉晋以降，便是长江中下游

商贾辐辏、物产汇流之所。 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还始终绵延着文脉的星火，从汉代乐府双璧之一的

《孔雀东南飞》的悲怆绝响，到李白对天柱山“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 〔６〕 的出世之思；从桐城派开

“天下文章归桐城”的鼎盛格局，至当代诗人海子怀揣《落地的麦子不死》走向诗歌圣殿，文魂墨迹始

终浸润着安庆的山山水水。 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秀美山川共同铸就的独特生态环境、人与自然深度互

嵌的文明形态，使安庆拥有文化之邦、戏剧之乡、禅宗胜地的美誉，不仅奠定了这片土地物质生产的基

础，更在精神层面为黄梅戏文化注入了灵韵滋养与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成长壮大于此的黄梅戏，从形式到内容都散发着近代农耕文明的气息。 在表现内容方面，黄梅戏

是农耕社会基层民众的直接镜像。 早期经典如《打猪草》《闹花灯》《打豆腐》等，聚焦农民、手工业者

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与岁时节庆，充盈着对土地的眷恋、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以及对乡土温情的颂扬，
成为表演者与观众共享生存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情感载体。 声腔艺术形式亦是如此。 黄梅戏曾在相当

长时间内被称为“花腔小戏”，其花腔曲调，都能找到民歌原型；“黄梅戏的主要唱腔平词，过去就是在

农村中说唱的曲调。” 〔７〕“安徽包括黄梅戏在内的花鼓，它们唱腔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也都是由当地民

间流行的民歌小调连接而成。” 〔８〕 黄梅戏的曲调名称，如“绣荷包调” “瞧相调” “纺线纱调” “卖杂货

调”“讨学俸调”“打猪草调”“赶狗调”“划船调”“打牙牌调”“送情哥调”“汲水调”等，加之源于道教、
佛教的“阴司腔”“仙腔”“佛腔”等，共同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声腔世界。 黄梅戏声腔音域适中，行
腔平实质朴，兼具叙事与抒情功能，整体风格自然流畅、婉转明快，早期表演灵活机动，唱法自然本真，
后期虽吸收其他剧种技法，但其源自农耕生活的质朴清新特质始终未变，曲调活泼跳跃，生活气息浓

郁，契合基层民众的审美需求。 黄梅戏文化既有吴越水乡的旖旎婉转，又有楚文化的飘逸浪漫。 “它
生长在锦绣旖旎的江南，它不像秦腔那样融汇着塞北草原的高昂气势，又不像河南梆子那样充沛着黄

河奔流的雄健气概，它散发着江南泥土的芳香，委婉缥绵，轻柔优雅。” 〔９〕

（二）传统社会的节庆民俗基因

传统农耕社会的日常生活民俗，不仅为黄梅戏的形成与演出提供了时空场域，更深深融汇于其艺

术肌理，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底色。
在各类民俗基因中，对黄梅戏成长、发展影响最突出的当属节庆民俗。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农

耕时代周期性农事活动形成的时空节律，规约了黄梅戏的演出时机，农闲时节尤其是中秋、元宵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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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节庆，为其提供了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的文化空间。 特别是安庆地区广为流行的灯会、灯戏，在黄

梅戏的成长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兆乾认为“民间长期传承的、一种与民俗和祭祀密切相关的社

火、灯会活动”是黄梅戏形成和传播的文化纽带。〔１０〕 更有论者列举、分析了集祭祀与娱乐于一体的安

庆地区民间灯会上的 ２５ 种灯戏，指出“直接证据完全可以表明，安庆地区拥有的庞大灯会体系和艺术

元素对黄梅戏的生成及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１１〕 节日聚戏习俗是农耕时代连接黄梅戏演出和消

费的中介，培育了黄梅戏求喜尚乐的审美偏好、雅俗共赏的价值追求和热闹欢快的艺术旨趣，同时，节
庆民俗也成为黄梅戏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１２〕 灯会表演中的声腔、音乐、舞蹈等被黄梅戏吸纳，《瞧
相》《补背褡》《三字经》等灯戏直接被搬上了黄梅戏的草台，《卖线纱》 《推车赶会》等剧目源于灯会，
展示的也是庆祝节日祈求平安的灯会习俗。

还有一些剧目体现了对民俗场景的直接移植，如《二姑娘观灯》呈现的元宵习俗，《乌金记》对中

秋节的描绘，《游春》《蓝桥会》《苦媳妇》对民间三月三祭祀、踏青民俗的体现，《小和尚挖茶》《姑嫂采

茶》《点大麦》对茶叶、麦子的种植等生产民俗的叙述，《补碗》《染围裙》 《张老三拜年》对日常生活民

俗的刻画，《蓝桥汲水》《余老四辞年》对当地过小年、送灶王爷习俗的展示等，不仅印证了艺术源于生

活，更凸显了戏曲作为农耕文明记忆载体的本质，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乡村节庆和茶叶采摘、
粮棉种植、家庭手工纺织等生产生活的艺术化再现。 祈福禳灾的仪式功能及其带来的情感慰藉与联

络交流的社交功能，使黄梅戏成为乡村社会的文化黏合剂。 这种深层文化心理通过节庆民俗反复强

化，最终沉淀为黄梅戏文化鲜明的艺术特征，体现了长江流域农耕智慧在艺术领域的适应性创新。
（三）移民交汇与多元艺术滋养的活力基因

作为长江战略要冲的安庆，因高发的战争冲突与周期性的洪涝灾害，历史上其人口结构呈现以移

民为主体的特征。 移民携带的多元文化基因的动态融合，直接影响了黄梅戏的形成与发展，内化为其

艺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与不竭源泉。
安庆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入，对黄梅戏文化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明初的洪武大移民。 清

初安庆人朱书在《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中指出：“吾安庆，古皖国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

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亡虑才十一二耳。” 〔１３〕 “元末明初，宿松县迁入的氏族

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近 ８０％ ，扣除其中由本区迁入的氏族，外来的移民氏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７７％
左右……可以说，洪武年间的外来移民重建了安庆府的人口。” 〔１４〕 移民不仅是人口的迁移，更是文化

的传播。 特别是明初迁入安庆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文化发展程度更高的徽州和江西。 在迁徙过程

中，那些保守或适应能力较弱的个体往往被淘汰或留在原地，最终能够抵达并定居新家园的移民，通
常是更具毅力、才干和开拓精神的群体。 黄梅戏形成于 １９ 世纪下半叶，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移民后裔

作为文化主体，主导了黄梅戏从乡土俚曲到成熟剧种的发展进程。 人口流动打破了固有文化边界，为
黄梅戏的艺术基因库注入新鲜血液，极大地扩容了其文化资源，并激活了其内在交融、创新的文化动

能。
在移民为主体组成的基层民众中成长的黄梅戏，初始形态汲取民歌时调的生活气息与鼓词说唱

艺术的质朴韵律；形成期则广泛吸纳青阳腔的高亢激越、徽调严谨的板式结构、岳西高腔的高腔与滚

调，并化用民间道情、连厢等的叙事智慧与方言俚语的生活情趣。 这种文化“拿来主义”或者被称为

“文化采借”，正是移民文化内生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创新性特质的外化。 黄梅戏在多元艺术滋养中不

断调适自身表达，由此形成的交融优势深刻烙印于其艺术肌理。 音乐唱腔既保留采茶调等民歌小调

抒情质朴的底层基因，又通过融合徽调等板式组成严谨丰富的板腔体系，合成承载复杂戏剧冲突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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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骨架；表演技艺上也实现了从生活动作的模仿到学习借鉴其他剧种的规范，将生活场景高度提炼，
发展出既保有农耕的质朴自然、又具有写意美感的虚拟化程式。 移民潮的文化碰撞与多元艺术滋养，
在长江中下游农耕环境中融汇，驱动黄梅戏突破地方小戏的藩篱，淬炼出兼具泥土深度与艺术高度的

成熟形态，其生命力正是这片沃土所赋予的文化适应力与创造力的呈现。
（四） 平民视角与情感宣泄的共情基因

黄梅戏扎根于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以普通百姓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的悲欢离合为经纬，编织

出质朴而深刻的人间烟火。 这种平民性或者说草根性，并非简单的题材选择，而是一种深入艺术基因

的叙事立场和美学特质。 黄梅戏通过基层社会的伦理困境、平民英雄的行动逻辑，以及方言声腔的情

感渗透等，在对民间生活忠实呈现、对朴素情感直接宣泄的基础上，构建起与基层民众情感同频共振

的深层精神纽带。
黄梅戏的传统剧目极少涉及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而是关注社会基层普通个体的情感与命运，将

乡土文明中的生活境遇凝练为戏剧冲突。 从以村妇农夫、贩夫走卒、家庭手工业者等平凡人物为表现

主体；到大量关注婚姻家庭的剧目，如《补背褡》中青年男女的公开约会，《戏牡丹》中的仙凡相狎，《小
辞店》中的婚外恋情，《卖杂货》中的货郎与姑嫂的调情；到《逃水荒》《送亲演礼》《过界岭》《骂鸡》等
描述的基层民众生存影像，黄梅戏如同民间社会生活的棱镜，折射出平民百姓对于家庭伦理、日常生

活的关切。 即便是《天仙配》，表面是神话叙事，内核却是以朴素的情感挑战门当户对的世俗规则，是
封建礼教下对婚姻自主的诉求。 黄梅戏还常赋予底层小人物超越阶层的行动能量，塑造出鲜活的“平
民英雄”。 如《女驸马》中的冯素珍，以一介民女之身冒名赴考，虽悖离史实，却在颠覆科举性别壁垒的

同时，深刻反映了民间对公平正义朴素理想的追求。
黄梅戏的平民视角还体现于其表演的生活化、声腔方言的在地性及音乐的抒情传统等。 《打猪

草》中陶金花的噘嘴、跺脚，《天仙配》中七仙女对董永的“左拦右挡连推带撞”，〔１５〕 都体现着柴米油盐

中的真性情。 《闹花灯》中王小六与妻子诙谐的斗嘴嬉闹，《打豆腐》中笑料百出的市井俚语，与安庆

方言相融让观众会心会意。 董永的唱词“含悲忍泪往前走”，通过方言入声字“含”“忍”的短促顿挫，
传递压抑的悲苦；而七仙女“大哥休要泪淋淋”的拖腔，则用安庆话特有的软糯尾音消解凄楚，形成了

“声随情转”的情感张力效果。
黄梅戏的永恒魅力，正在于它从不以俯视的姿态“启蒙”众生，而是以平视的目光拥抱世俗，是基

层民众的自我表达。 也正因此，黄梅戏的情感表达拒绝含蓄迂回，代之以直抵人心、酣畅淋漓的宣泄。
《天仙配》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将贫贱夫妻的相守誓言浓缩为“破窑”与“甜情”
的极致对比，用最朴实的物象承载最炽热的情感宣言；《梁山伯与祝英台》“描药”中，“十要万年不老

的生姜……十味药草无有一样，怕只怕我的好梁兄命不久长！” 拖腔凄厉如哀号，字字泣血，将无力回

天的悲恸撕开给观众；黄梅戏撼动观众的核心吸引力，正在于其对基层民众命运的深切关怀、真挚共

情以及对人类普遍情感的极致渲染，以毫无粉饰的真诚，替普通人喊出了郁结于胸的爱憎悲欢。 这种

扎根泥土的叙事，是黄梅戏与生俱来的呼吸方式，特别是以严凤英为代表的黄梅戏艺术家，将这种源

自生命体验的情感表达推向巅峰，在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绽放出不可替代的瑰丽色彩。

二、黄梅戏文化的特质：守成与创新的共生

黄梅戏作为中国戏曲谱系中富有生命力的地方剧种，其核心特质在于深植传统农耕文明土壤，承载

集体记忆与伦理价值，同时展现出强大的时代适应性与创新活力，形成守成与创新共生的双重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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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土根性与都市化呈现

黄梅戏的生命根系深植于皖江地域浓郁的乡土文化，其乡土根性构成了剧种最本真的灵魂底色。
如同大多数地方戏剧种一样，黄梅戏的艺术成熟和广泛传播与其都市化进程紧密交织，形成“根在乡

土，花绽都市”的发展轨迹。
早期黄梅戏以忙时务农、闲时演戏的乡民为演员，以乡间的村闾农夫、三姑六婆、小商小贩以及木

匠、补匠、染匠等手艺人为舞台表现对象，观众也是广袤乡间的凡夫俗子，演员、观众与戏中故事，皆浑

然天成地植根于以安庆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这片沃土。 这种饱浸乡村生活印记、伦理秩序与地域风

情的特质，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剧种的独特审美基质。 从早期《送同年》《打纸牌》《补缸》等生活小戏以

俚俗幽默笔触勾勒乡间村夫民妇、贩夫走卒的生活图景，到《青天记》《乌金记》《张朝宗告漕》等大戏

对现实黑暗社会政治生活的批判，到《天仙配》“满工对唱”中对“你耕田来我织布”田园理想的深情咏

叹，黄梅戏的叙事核心主要是对农耕文明价值的艺术化认同与农民、手工业阶层集体情感的诗意表达。
安庆作为黄梅戏发展的关键文化场域，依托商埠的开放性与文化汇聚力，为其专业班社的生存提

供了稳定舞台和多元观众群体，进一步促进了艺术交流与提升。 黄梅戏进入安庆市区及随后进入上

海的城市化进程，深刻形塑了其艺术形态。 城市剧场演出推动了黄梅戏向青阳腔、京剧、徽调等兄弟

剧种学习，在表演程式、音乐唱腔、舞台美术等方面向系统化、规范化发展；剧目创作更广泛地采用“拿
来主义”，移植改编了青阳腔的《罗帕记》《琵琶记》《卖水记》、徽调的《送亲演礼》《珍珠塔》《双丝带》、
京剧的《拾玉镯》（移植改编为黄梅戏《游春》）、汉剧的《大合银牌》（移植改编为黄梅戏《牌环记》）等，
剧目内容得到丰富、题材范围进一步拓展。 新中国成立后专业院团体制的建立、艺人的改造及文人的

参与，使黄梅戏逐步走向“雅化”。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电影《天仙配》的全国性轰动，标志着黄梅戏借助现

代传媒完成从地方小戏到全国性剧种的转型，之后更依托电影、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走向海外。 这

一进程中，黄梅戏以其乡土内核与都市审美表达，成为沟通传统乡村与现代城市的文化桥梁。
回顾黄梅戏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进程，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之后的发展，我们需要直面的问题是：城

市化的发展，可能稀释黄梅戏原生艺术特质与即兴活力，削弱乡土韵味；而固守乡土，则可能限制黄梅

戏艺术的精进与观众拓展，因而如何在守护乡土文化根基与拥抱都市化机遇间寻求动态平衡、创新发

展，是黄梅戏文化当代传承的核心命题。
（二）生活化演绎与程式规范

黄梅戏是在民间歌舞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剧种，早期以唱为主；到二小戏、三小戏期间，开始辅助

以身段、动作和表情，并引入推车、跑马、花篮、采茶等民间舞蹈，形成载歌载舞、轻快活泼的表演风格。
进入城市后，在借鉴吸收京徽等兄弟剧种优长、适应城市观众审美需要的过程中，黄梅戏逐步构建起

自身的程式体系，在身段、台步、念白、韵律、音乐板式等方面走向规范化，向戏曲艺术的虚拟性、写意

性美学原则靠拢，标志着剧种的成熟。 但其核心魅力仍在于强烈的生活化倾向，在于对现实生活的真

实再现。
如《蓝桥汲水》中蓝玉莲到井边打水的表演、《葡萄渡》中沈秀英用火镰、火石点火烤衣的表演等，

都是化用生活细节，以虚实结合的手段来再现生活、表现生活，并形成了具有剧种特色的推车、推磨、
行船、纺纱、开关门等生活化表演程式。 其表演美学秉持“像生活而不是演生活”理念，强调从现实动

作逻辑与情感反应中提炼升华，追求情感真实与性格自然。 严凤英在塑造七仙女、冯素珍等角色时，
将深刻的生活体验与精湛的戏曲技艺无痕融合，一颦一笑、举手投足皆源于对角色内心共情与现实情

态的把握，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 念白以安庆方言为基础，吐字清晰、语调自然、通俗易懂，极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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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亲和力与表现力。 尽管这种生活化追求曾引发对其程式“纯粹性”的质疑，实则恰恰构成了黄梅戏

独特的美学张力：它在程式规范与生活化演绎之间，在写意与写实、舞台化与生活化之间，创造性地找

到了平衡点。 其程式动作更具生活原型基础，情感表达更直接饱满，是对“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

规律的生动实践，彰显了民间戏曲强大的生命活力。
农耕社会的袅袅炊烟已经被工业文明林立的烟囱所遮蔽，并终将消散于数字时代的数据洪流。

黄梅戏如何弘扬其再现生活、表现生活的优长，以虚实结合的方式将当代日新月异的工业文明、数字

文明呈现于舞台，是探寻黄梅戏文化传承发展的张力所在。
（三）伦理教化与情感解放

黄梅戏文化的内涵呈现出伦理教化与情感解放的辩证统一。 作为农耕文明产物，黄梅戏与其他

地方戏一样，具有寓教于乐、雅俗共赏、劝善惩恶的高台教化功能，是传统礼乐教化的重要载体。 如通

过颂扬冯素珍式的忠贞不渝（《女驸马》）、张礼张孝式的孝道仁义（《孝子冤》）等，构建起“善恶有报”
的道德叙事体系，强化了乡土价值秩序。 然而，其最具艺术震撼力的部分则在于对封建礼教压迫，尤
其是对女性压迫的尖锐批判和对真挚情感、人性解放的炽热讴歌。

《天仙配》中七仙女反天规是对爱情自主的生命呐喊，《女驸马》中冯素珍的女扮男装直接挑战男

尊女卑的传统秩序，《罗帕记》中陈赛金的控诉突破三从四德的边界；《小辞店》中柳凤英与蔡鸣凤的

婚外恋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伦理形成直接冲击———这些剧目的核心冲突聚焦于个体情

感需求与僵化伦理教条的激烈碰撞，依托黄梅戏特有的平词、花腔、彩腔等抒情性声腔体系，将内心的

情感风暴外化为极具感染力的大段咏叹调式唱段。 严凤英演绎七仙女“分别”时凄楚哀绝的声腔，已
升华为对自由爱情被扼杀的泣血控诉，形成直击灵魂的情感磁场。

黄梅戏在传统叙事框架内，既维系基本伦理共鸣与社会整合功能，又以过人的艺术胆识深入封建

伦理裂隙，借助戏剧冲突与抒情唱腔，强力宣泄被压抑的情感与解放诉求，触及观众对自由意志与个

体价值的深层渴望，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个体生存困境的象征性解决与超越。 当代语境下，黄梅戏创作

者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鲜活载体的同时，更以艺术的手术刀剖解现代社

会生活及其个体的精神裂变、人性冲突，使黄梅戏超越简单的道德宣教，实现集体伦理共鸣与个体生

命情感的辩证统一，在剧场时空构建起疗愈现代性创伤的诗化艺术。
（四）传统守护与创新探索

黄梅戏文化生命的活态延续，在于对剧种核心艺术传统的系统性守护与不懈创新探索之间的动

态平衡。 经典剧目《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历经舞台锤炼，其唱腔程式沉淀为集体文化记忆，常
演不衰；严凤英、王少舫等大师开创的唱腔风格与表演精髓被虔诚承继，“泥土气息”“山花芳香” 〔１６〕也

成为黄梅戏文化的底色。
与此同时，创新探索贯穿着黄梅戏成长、发展的历程，音乐形态从早期“三打七唱”发展为民族管

弦乐队适当融入西洋乐器的伴奏，极大地丰富了表现力；传播载体从早期的随地作场、乡村的草台跨

越至都市的剧场，借电影、广播实现全国性传播，并积极拥抱电视及网络新媒体；剧目创作在打磨经典

的同时，创排《共产党宣言》 《不朽的骄杨》 《邓稼先》等现代戏，探索革命历史、科学家精神等当代议

题；艺术形态上更进行跨界融合实验———从《天仙配》 《女驸马》开始探索戏曲电影、引发港台持续十

几年的黄梅调电影热潮，从《双莲记》《新婚配》起步电视荧屏、造就黄梅戏电视剧《郑小姣》《七仙女与

董永》等蝉联十四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戏曲片奖的奇迹，还有吴琼演唱黄梅歌的探索、《秋千架》
对黄梅戏与当代音乐剧嫁接的尝试等，共同拓展了黄梅戏的表现形式、丰富其表现内涵。 其间，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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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戏剧界誉为黄梅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徽州女人》，囊括众多奖项、成为久演不衰的舞台经

典。 进入新世纪以来，黄梅戏剧目创作题材不断拓展：《江淮儿男》《小乔初嫁》《大清贤相》《和氏璧》
《李四光》《妹娃要过河》等挖掘地域文化元素的作品批量产生，《知心村官》《百丈崖的女儿》《靠善升

官》《县令陈廉》《雷池清波》《李离伏剑》《请让我做你的新娘》《鸭儿嫂》《香草》《公司》《徽商胡雪岩》
《青山鉴》等讴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公平正义的作品先后涌现，《拐杖》《青铜之恋》《霸王

别姬》《风花雪月》《牛郎织女》《寂寞汉卿》《仲夏夜之梦》《英子》《风雨丽人行》《半个月亮》等颂扬真

挚动人感情的作品也纷纷登台，在戏曲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还有小剧场黄梅戏《玉天仙》等，进行了给

传统题材剧目注入时代精神的成功探索等。〔１７〕

守护为创新提供根基，创新为守护注入活水。 这一共生过程始终伴随着关于“变与不变”尺度的

深刻争论，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命题。 黄梅戏的实践昭示，成功的路径在于基于剧种规律

的“创造性转化”：坚守标志性唱腔程式、生活化表演精髓、地域文化特质等核心基因；在尊重戏曲虚

拟、写意、程式化美学原则的前提下，大胆吸收有益艺术养分与现代表达手段；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

变化，同时审慎评估创新影响，寻求最具生命力的平衡点。
综上，黄梅戏以其乡土根性为底色，在都市化进程中拓展艺术与传播边界；其生活化演绎与程式

规范的辩证统一，构建了独特美学魅力；在伦理教化框架内迸发的情感解放诉求，形成了深刻艺术张

力；而对传统的守护与不懈的创新探索，则维系了其在时代洪流中的生机。 其发展历程深刻揭示，传
统艺术的当代存续，关键在于深刻理解艺术本体发展规律，在守护文化基因独特性与激发适应时代的

内生动力之间建立动态的、创造性的平衡。 黄梅戏的实践经验，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当代的生存发

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范本。

三、黄梅戏文化的当代传承

新时期以来，在现代化与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中，黄梅戏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正经历着深刻

变异，其价值功能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渐从主导性的乡土娱乐与情感载体，向多元文化资源转化。
黄梅戏文化正面临着时代变迁导致的双重鸿沟：一是植根传统农耕文明的情感价值体系与现代都市

精神的深刻疏离；二是核心受众自然老龄化与新生代注意力被无限稀释掠夺的残酷现实。 这既是传

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阵痛，亦是对其内在生命力与适应能力的严峻试炼。 其未来生机，或在于

能否在坚守艺术精髓的同时，找到叩开新时代观众心扉、融入当代人生活的有效路径。
（一）原生土壤消解与功能转型

黄梅戏文化的兴衰与其孕育、成长的长江中下游近代农耕文明生态休戚相关。 当代中国的现代

化与快速城镇化，重塑了剧种生存的文化土壤。 滋养黄梅戏的传统乡土空间，是由近代农业文明社会

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法制度、民俗活动等共同编织的有机整体。 城镇化无情地解构了这一体系：阡陌

田园被工业园区与商业设施取代；采茶山歌、元宵社火等依附农事周期的民俗节庆，在生活节奏加速

与生产方式转型中流于简化或湮灭。 原本这些民俗场景不仅是黄梅戏文化的艺术灵感源泉，更是其

自然生长、传播并与日常生活交融的“文化母体”。 这一母体的萎缩，意味着其丧失了艺术形式与情感

内容自然生发的社会文化生活语境，被迫从“生活中的艺术”退场。
伴随物理空间变迁的，是更深层的乡村社会结构重组。 乡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大规模地向

城市迁移，导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破裂和以地缘关系为连接的自然村庄正在迅速解体。 于

全国而言，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 １９４９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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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０． ６４％ 跃升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６６． １６％ 。〔１８〕 《安徽省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２３
年，全省平均人口城镇化率从 ４３． ２％上升到 ６１． ５１％ 。 而“从 １９８５ 年至今的 ４０ 年里，我国自然村数量

减少约 １５０ 万个，行政村数量减少近 ５０ 万个”，〔１９〕平均每天有超过 １００ 个自然村消失。 消失的村庄背

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阵痛，由此以血缘地缘为基石的“熟人社会” 〔２０〕 和宗族聚居

模式日益瓦解，代之以人口稀疏化、老龄化、关系陌生化的空心村落。 这种巨变抽离了黄梅戏文化在

乡村生存的社会基础与内生动力：从自然村庄到社区，乡村凝聚力弱化，依托集体性、公共性的传统民

间演出，如庙会戏、祠堂戏等失去了组织核心与参与热情；大量受众流失，不仅造成基层演出市场急剧

萎缩，更导致传承链条的断裂———乡村戏班生存维艰，年轻人学戏兴趣锐减。 黄梅戏在乡村正从“活
态传统”蜕变为需要外力扶持的“文化遗产”；在城市，戏曲的檀板清音也只能在多元娱乐夹缝中、在外

力的扶持下倔强求生。
环境与社会变迁最终导致黄梅戏文化承载的深层民俗文化基因淡化及仪式功能的消解。 传统社

会中，黄梅戏深度嵌入乡村仪轨与精神生活，演出常与祭祀、祈福、节庆等仪式结合，发挥“娱神娱人”
双重功能，有沟通人神、凝聚社群、强化伦理的仪式效应。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节庆的神圣性被消

解，文化内涵被消费主义稀释；现代大众传媒与流行文化提供的多元化、个性化、即时化的娱乐选择，
更是彻底颠覆了黄梅戏作为民众主要公共娱乐与情感纽带的核心地位，从融入日常生活、满足多重需

求的“生活必需品”，降格为在文化场馆、旅游景点或特定节庆上演，需刻意保护展示的“文化展演

品”，也标志着其与传统乡土社会血脉相连的有机联系被深刻割裂。
幸运的是，虽然黄梅戏萌芽、成长的传统农耕文明逐渐隐匿，现代都市也为其传承发展开辟了新

空间。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多次针对“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出台多项政策保障。 如《关于进一

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２０２１ 年）要求“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全面推进‘非遗在社区’工作”；〔２１〕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２０２１
年）也要求“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产生活”；〔２２〕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 （２０２２ 年）强调

要“建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城市气质与人文精神相得益彰的现代城市文化”，要“结合新

型城镇化建设，鼓励因地制宜发展一批承载历史记忆、体现地域特征、富有民族特色的美丽城镇” 〔２３〕

等。 在实践层面，各地均也有创新探索。 具体到黄梅戏文化，在政策法规层面，全国首部保护传承黄

梅戏的地方性法规《安庆市黄梅戏保护传承条例》 〔２４〕已经施行三年。 在安庆市等地，无论是城镇公共

空间兴起的自发性街场黄梅戏演艺活动，〔２５〕还是城乡婚庆、祝寿等人生礼仪中的黄梅戏表演，以及已

经成为当地节庆文化标识的中国黄梅戏艺术节、黄梅戏展演周等，都给当代黄梅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

转型发展的新思路。
（二）传承断裂与再生发展

在戏曲现代化转型的深层脉络中，黄梅戏也面临传承断裂与创新困境的双重挑战。 这一困境本

质上是传统艺术在当代社会遭遇的文化再生产危机，其症结不仅在于其原生文化土壤的消失，也源于

与之相关的代际传承机制的断裂，更在于本体艺术特质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失衡。
黄梅戏的传承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化载体代际更替的失序。 黄梅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高

达 ６５ 岁，５０ 岁以下者仅一人。〔２６〕一方面，黄梅戏艺术生产体系正遭遇人才代际断裂的系统性危机，自
剧本创作至舞台呈现的全链条———涵盖编剧、导演、作曲、配器、舞美、制作管理、项目策划及市场推广

等各环节均呈现结构性人才断层。 以演出伴奏为例，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安庆地区专业院团因演奏

人员不足，较为普遍地采用录音伴奏带代替传统现场乐队，然而处境尴尬———一些城市剧场已拒绝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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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依赖录音伴奏带的演出团体。 另一方面，近年来，一批从艺多年、技艺全面的成名演员转岗高校；不
少就读黄梅戏艺术相关专业的学生因为院团收入微薄，在就业时也不考虑从事本行。 老艺人的身体

化文化资本，包括身段唱腔等，难以转化为青年群体的制度化资本，如学历认证等，更难以形成经济资

本。 黄梅戏的代际传承，面临着人才培养周期漫长、经济回报微薄、社会认可度衰减、优秀人才流失等严

峻挑战。
还必须直面另一个现实：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黄梅戏从业者中，拥有数字素养、能够适应时代发展

和产业市场发展需要的专业运营、传播、开发等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不利于黄梅戏文化在当代的传

承发展。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 〔２７〕以人才为根基，创新构建人才保

障制度和艺术创新机制，是确保黄梅戏文化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创作主体传承困局难以突破，剧种本体守护与当代转化也困境重重。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

时代对黄梅戏文化传承发展的要求。 如何在守护剧种本体独特艺术特征的前提下实现有效创新、赢
得年轻一代共鸣，是黄梅戏文化无法回避的艰巨挑战。 黄梅戏的生活化表演美学建立于农耕文明经

验，其“观灯”“采茶”等程式语汇在都市化语境中成为文化隔膜，戏曲的写意本质遭遇阐释危机。 在

生存压力与政策导向的双重制约下，剧目创作呈现出显著的制度性偏好，即聚焦政府评奖体系、项目

申报机制及意识形态宣传主题。 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为例，近 ５ 年以来新创了《共产党宣言》《有凤来

黟》《百鸟朝凤》《我是新青年》《碧水东流》等剧目，浓墨重彩地弘扬主旋律，获得积极的社会评价，但
仅凭这些难以充分满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 在经典传统剧目如《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等久演

不衰的同时，新创剧目却显得影响力相对不足。 缺乏与观众心灵共鸣、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的新经

典，或者说，新创剧目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黄梅戏文化的特质而难以形成新经典，是当前黄梅戏艺术

工作者必须直面的问题。
对于黄梅戏创作主体而言，当下的黄梅戏创作应坚守人民性，要立足群众立场、传递民间心声，这

既是传承其艺术基因的内在要求，亦是激活剧种生命力的核心路径。 从学理层面看，“人民性”是传统

戏曲的重要审美基质，黄梅戏从草台班社发展为全国性剧种的历史，正是人民性的生动注脚。 新中国

成立后整理改编的经典剧目，如《天仙配》，脱胎于青阳腔《槐荫记》，通过陆洪非的改编，将董永身份

从秀才改为农民，七仙女形象村姑化，使“山野清风”般的质朴叙事直抵民心；《打猪草》则结合少年实

际特点，净化了旧本中的轻浮浪荡之语，形象活泼可亲。 新时代的剧本创作，在题材上，需关注现实民

生，避免悬浮叙事；语言上，应保留方言韵律与生活化表达；形式上，创新需尊重剧种特质，服务于百姓

的情感表达。 概言之，既要尊重戏曲艺术的根本规律和剧种的内在特质，更要关注当下、聚焦现实，积
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２８〕

（三）代际隔阂与受众培养

从受众出发，黄梅戏的文化符号系统也正遭遇代际传递的结构性危机———传统程式语言与当代

受众的生活经验认知间存在巨大的意义裂隙。 这种符号与经验的错位，持续消解着剧种文化认同的

生成基础。 首先体现为当代青年观众与经典剧目的情感共鸣弱化。 当代青年成长于高度城市化、个
体意识觉醒的社会环境，其价值体系与情感结构同《天仙配》《女驸马》等根植的乡土社会图景及传统

伦理秩序形成显著代沟。 剧中核心困境，如“天规”压制自由恋爱、“父母之命”的婚姻枷锁等，其悲剧

张力源于对特定时代伦理的抗争，但这些经典冲突在当代青年眼中已成为遥远的遗存，已被个体自

由、婚恋自主等共识消解。 传统剧目的冲突模式遭遇当代价值冲击，剧中绵延婉转、程式化且依托宿

命论的情感抒发，亦难穿透习惯于影视剧、短视频快节奏、强刺激、直白宣泄式情感表达的年轻观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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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屏障。 与年轻群体之间存在的这种价值语境错位与情感结构疏离，导致黄梅戏文化仅能引发他

们短暂的文化猎奇与浅层体验，很难激发新生代持久的文化认同与深层的情感共鸣。
与此同时，黄梅戏的接受场域也呈现出鲜明的代际断层，正经历严峻的受众老龄化与结构性分

流。 核心观众群体高龄化趋势显著，其情感维系多基于怀旧、地域认同或固有的审美习惯。 青年人及

新生代的注意力已被互联网海量的娱乐形态，如网游、社交媒体、综艺、流行音乐等强力分流。 这些娱

乐方式在便捷性、互动性、即时性与感官刺激、内容新鲜度上对他们构成更强大吸引力。 尽管“戏曲进

校园”活动通过展演、工作坊等方式在青少年中播撒种子，并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推广，但这些

努力短期内很难撼动深层的文化消费惯性及审美偏好壁垒。 建立稳定且具规模的年轻观众群体，是
需持续投入、长期涵养的艰难过程。

代际传承受阻与受众结构变化，使黄梅戏从广泛流行于市井乡野的“大众娱乐”，转向特定文化圈

层的“欣赏对象”或“猎奇对象”。 这种从大众性向圈层化、日常娱乐向文化符号的转变，标志着其在

当代文化版图中的位置发生根本位移———更多被视为承载历史记忆与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或审美

“标本”，而非鲜活的大众文化消费品。
面对这种身份转换带来的传承危机，黄梅戏亟需突破静态的文化符号定位，重构与当代社会的对

话机制———“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２９〕

黄梅戏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发展，核心在于要实现从传统的舞台艺术到可感、可游、可传承的可持续生

态体系的跨越，形成“科技活化载体—产业延展价值—教育培植根基—对话升华认同”的多维联动。
深度开发新媒体传播策略，运用虚拟现实（ＶＲ）、增强现实（ＡＲ）等现代科技打造沉浸式体验项目，增
强互动性与趣味性，使传统艺术在数字时代焕发新吸引力。 将黄梅戏文化整合进地方文化认同构建

与区域经济体系，通过文旅融合的深度驱动，实现其从舞台表演向复合型文化消费业态转型。 推动其

深入社区与校园，通过工作坊、普及讲座、兴趣社团、校本课程等形式进行常态化趣味化普及教育，以
其作为传统文化教育、乡土情感联结和审美教育的生动案例，助力年轻一代理解文化根脉、涵养家国

情怀、提升艺术鉴赏力，从源头培育潜在爱好者与未来观众，确保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与延续性。

四、结　 语

在长江中下游近代农耕文明多元艺术滋养中成长的黄梅戏文化，形成了清新质朴、情感浓烈、生
活气息浓郁的鲜明特质，体现了传统戏曲在乡土中国成长、在时代变迁中求新求变的顽强生命力，其
守成与创新共生的特质，是观察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独特窗口。 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信息文

明发展的过程中，黄梅戏文化的核心基因发生显著变异，传统的社会功能和存在形态面临挑战，逐渐

从大众日常娱乐的中心走向需要特别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领域。 黄梅戏的未来在于正视基因变

异，通过坚守核心艺术本体与拥抱时代创新并举，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唯有在深化传承保

护的基础上，以创新的姿态探索重构文化生态、激发内生活力、拓展存在空间，融入当代人的日常生

活，才能持续焕发其独特的魅力。 黄梅戏文化面临的坚守与转型，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

程中寻求传承与发展平衡的缩影。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数字时代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将传统文化

与当代审美、科技进行深度融合，是黄梅戏文化传承发展中必须高度关注的重点。 在文化传承中解决

好“体”与“用”的关系，使黄梅戏文化不仅实现文脉的自觉传承，更能在传承中依托市场文化消费创

造经济价值、情绪价值，才能真正有效地激发黄梅戏文化的内在发展动力与生机活力。 在这一过程

中，深刻理解并践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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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将黄梅戏文化的传承创新主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使之成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气象的生动载体，这既是其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服务文化强

国建设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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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梁诸英：《重商求利：皖江地区传统农耕文化的近代嬗变》，《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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